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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开端以探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撰写动机，籍此来勾勒出整个北宋的政

治面貌以及这个时期史学的特色。他撰写的《新五代史》与之前的官修《旧五代

史》思想背景都不尽相同，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因素，我以其中的撰写背景差异来分

析这段时期政治思想的特色，从而带出这段时期士大夫的政治观的转变。 

 

在第一章里，我会分三个部分讲述北宋初及中叶统治者所面对的情况。第一节

讲述赵匡胤登位后，对现状犹感不安，深怕自己重蹈五代之后尘。认为必须从史书

上来得到借鉴，为巩固其政权找出一些依据，另一方面又提倡以儒家思想为主导，

实行重文轻武来改革唐末五代方镇太重的弊病。第二节是分析北宋中叶士大夫政治

观与宋初的差异，我会以欧阳修撰修《新五代史》的背后动机来带出士大夫在这个

时期的政治观。在内忧外患下，士大夫自觉性地激发起忧患意识这个过程是怎样形

成的，而表现在其史作和政治里又是如何。第三节是讨论在北宋较为开放的时代气

氛里，如何影响着欧阳修运用文学上的“文以载道”的观点来撰写其史。另一方

面，欧阳修如何借其《新五代史》的内容揭开朝廷的政治内幕。 

 

在第二章里，我会以欧阳修的春秋学为题，探讨春秋学的兴起、欧阳修借助其

《新五代史》里的春秋书法来善于褒贬及其不没其实的态度。第一节里，我会论述

春秋学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形成，而为北宋时所用，后以孙复作为北宋春秋学兴起的



 

IV 

 

先驱及启发欧阳修的春秋观，进而影响到其史作方面。第二节我会先论述孔子时代

的春秋书法，而为欧阳修所用，其善于褒贬的词汇便是取之孔子的《春秋》。第三

节讨论《新五代史》里欧阳修不没其实的书法与《旧五代史》书法之间作比较，后

以各人对欧阳修不没其实的态度评论作一个总结。 

 

在第三章里，我会以欧阳修的正统论为题，探讨正统论的发端，后以欧阳修为

之重新作诠释。在第一节里，我会论述正统观始于何时，而当中夷夏之间的主客地

位是以什么做定义。而到了北宋为什么这种观念会被动摇、天下的观念如何变成有

国界的中国。接下来，我会论述北宋关于正统观巩固其国的重要。第二节里，我会

以欧阳修重新诠释的正统观作论述。他的正统论是应撰写史书的要求而作，另一方

面则是为北宋政权的承接做合理的解释，因而提出“绝统说”新颖的看法。第三节

里，会连同正统观里前期固有的五行理论及欧阳修的天人观来论述欧阳修关于天人

相分的看法。论述他在驳斥天人感应、批评谶纬迷信之后，最终把治理国家的立足

点放在人事的观点。 

 

关键词：欧阳修、《新五代史》、春秋学、正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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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欧阳修是一代文宗，世人知其文学造诣，而忽略了其史学方面。他

的《新唐书》、《旧五代史》便是其史学代表之作。在他文学造诣极深下，史学特

色会具有文学的影子，苏轼曾经提到欧阳修的为文：“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

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1这就表示出其《新五代史》笔法必然有其不

一样的地方，这点吸引到我对欧阳修的关注。唐代以后，中国人修史都是官修的，

若私撰的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了。在这里者的注意的是，他撰史不是官方要

求的，也不敢令人多知。这一点便是我认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值得去研究的原

因。 

     

    欧阳修是一位文学家、政治家及史学家，这与很多北宋的士大夫一样，拥有多

种的身份，这与儒家文化在这段时间兴盛有关，加上政治环境的开明，所以文化政

治各领域都得以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欧阳修私下撰史便可放下心头大石，避免

了统治者的秋后算账。其史必能随心所欲而写，这就与官修的有心态上的差异了，

官修的撰写者往往会应统治者的需要，或应国势的情形下，而撰写出一部合统治者

口味及维护新政统治的史书。我认为，欧阳修排除了这点，其《新五代史》必然是

反映出其时代背景的最佳写照。 

                                                             
1[元] 脱脱等撰: 《宋史 》第三十册，列传第七十八，卷三百一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页 10381。 



2 

 

研究北宋欧阳修等士人及其《新五代史》需要用到许多一手资料，如、《旧五

代史》、《资治通鉴》、《宋史》等。由于阅读这些古文时能力有限，不能捉住要

点，所以需反复阅读以便于运用在论文里。另一方面，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当中，无

法突破局限的思维，以致论文中所述多是陈腔滥调，多是前人论述过的，我仅是加

强其论点而已。欧阳修是一位面面俱到的史学家、文学家，所以研究其史学时必然

会掺杂其文学观点，在这里，由于对他的古文运动认识有限，以至于他的“以文入

史”的叙述仅是带过，无法加深其内在理路。以上的种种难题便是我做欧阳修及其

《新五代史》所遇到的困境。 

 

在这份论文中，我会围绕着北宋中叶时期关于士大夫在政治里所扮演的角色与

前朝有何不同，同时以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作为见证这一变化的产物。与之同

时，北宋时期所面对的内忧外患士大夫是用什么方式去表达出其焦虑的感受。其中, 

欧阳修便是以《新五代史》里的春秋笔法及其正统观来表达出其忧国忧民的思想，

这是在宋中叶内忧外患的焦虑下，作为一种应对的态度而呈现在其著作里，而史作

是其中一种，当然也是最盛。 

 

宋朝或以后研究《新五代史》的专著主要有：宋朝徐无党撰的《五代史记

注》，他是欧阳修的学生，深得欧阳修的撰史的笔法。《五代史记注》是随《新五

代史》附注，以阐明书法要义为主要，参考价值不大。宋朝吴缜《五代史记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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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其书主要以《新五代史》本身前后校对，发现矛盾，所纠《新五代史》之谬

200余条，今存 120条，可为读《新五代史》的参考。 

 

除了以上专门研究《新五代史》的书外，在许多学者的笔记、考史专著都有提

及对五代史事、史料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如宋朝洪迈撰的《容斋随笔》、清朝钱

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清朝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清朝赵翼的《二十二史

札记》。 

 

今人没有研究《新五代历史》的专著，但在史学史、史籍介绍、传等书中，都

有论述，现举其要书。史学史著作有仓修良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尹达的

《中国史学发展史》等。史籍介绍著作有吴树平的《二十四史简要》、徐浩的《二

十五论纲》等。在史学家评传著作中有陶慰炳《评欧阳修的史学》、陈光崇的《欧

阳修的史学成就》。以上所举关于《新五代史》仅是一小部份,由于无法博览群书,

所以无法大量列出各人各时期关于《新五代史》的研究等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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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欧阳修为政态度与宋初政治文化 

 

第一节：《旧五代史》与北宋政治 

     

    赵宋建国始于公元 960年初，当时的人民久经战事，都非常渴望安定太平，却

没有充足的根据相信赵匡胤能够稳定他所篡夺的政权。他因兵士拥立而登位，是继

唐末五代的第四次，此前的唐明宗、唐废宗、周太祖都是因此而夺得皇位的。赵宋

王朝很可能不过是继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后的第六国，正像人们数十年来习

见那样，新建的政权转瞬间随风飘散。2唐末五代的政权更易是，“兵骄则逐帅，

帅强则叛上”3、“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4。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屡见

不鲜，在将士心目中，并无忠义的观念，在民间更是习以为常。这乃至于当赵匡胤

要篡位的消息传入民间时，便出现了“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

为逃匿之计”5的景象，所以消息一传出便争相离开，避免生命受到威胁。这便说

明了，赵匡胤在当时的百姓看来与前期武将篡位无异，都不是名正言顺的，更不是

正义之师。 

                                                             
2
 邓小南著：《祖宗家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页 184。 

3 [宋] 欧阳修、宋祁撰：〈兵〉，《新唐书》第八册，卷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页

1329。 
4
 [宋] 欧阳修撰，徐无党注：〈安重荣传〉，《新五代史》第三册，卷五十一，北京：中华书

局，1974年，页 583。 
5
 [宋]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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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匡胤登位后，对现状犹感不安，深怕自己重蹈五代之后尘，他言道：“天下

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炭，其故何也。”6当

时的宰相赵普便答道：“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7，唐末五代个朝

的灭亡皆是由节度使即武将所造成的，夺权后又遵守着前代的军事制度，重蹈覆

辙，所以立国最长者也不过是 10 多年就灭亡了。赵匡胤意识到问题的根源，遂有

“杯酒释兵权”等军事举动，还有“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政治措施，从而保证

赵宋的长治久安。赵宋立国之策，无时无刻否围绕着这些问题而设定，总结五代的

历史教训，在此混乱之际寻找教训，以史作为借鉴。史书的编撰，无疑是“立国之

策”最好的理论根据，因为只有以史为鉴，才能深刻地认识到五代灭亡的原因，进

而采取相对之措施。 

     

    重整朝纲乃是当时迫切需要实行的事宜，纂修唐末五代的历史有助于当时的政

治要求，旧五代史便由此而诞生。此时，割据的十国尚未完全归降北宋，宋太祖急

于纂修梁、唐、晋、宋、周五代史，是想尽快从五代“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教

训中找出解决诸侯嚣张、擅权斗争之弊的立国之策。8五代史继唐末藩镇割据而形

成的一个延续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时代。“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

相寻，9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

                                                             
6 [宋]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卷二，页 49。 
7
 [宋]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卷二，页 49。 

8 谢保成：《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页 756。 
9
 〈徐温世家〉，《新五代史》第三册，卷六十一，页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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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岁而亡。10总之，五代是个乱世、社会秩序全无，篡弑相寻的黑暗时代。《旧

五代史》11基本上体现了宋初统治者的立场和要求。这部著作一编成，宋太祖立即

就亲之阅读，并且在第二天就评论说：“昨观新史，见梁太祖暴乱醜秽之迹，乃至

如此，宜其旋被贼虐也，12说明他对编撰这部书的重视，对于五代统治者的迅速灭

亡是很深刻的。 

     

    另一方面，宋太祖执政后，除面对内忧外患外，在统治思想上亦为之头痛。政

治家范祖禹言道： 

         

        唐有天下几三百年，由汉以来，享国祚最为长久。然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 

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13 

 

三钢不立的情况来到唐末五代更为严重，可谓殆尽。当宋太祖即位后，便以身作

则，不仅自己勤于读书，而且还劝诫从臣以读书为治国之道，不可荒废。“上谓近

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14宋开国之初，三纲五常、道德仁义

                                                             
10 [宋]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本论上〉，《欧阳修全集》第三册，卷六十，北京：中华书

局，2009，页 862。 
11
 《旧五代史》原称《五代史》或《梁唐晋汉周书》，后来北宋中叶欧阳修私撰了一部《五代史

记》，人 们为了区别两书，称前者为《旧五代史》，后者为《新五代史》。 
12 [宋]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卷十五，页 326。 
13
 [宋] 范祖禹撰：〈唐肃宗〉，《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唐鉴、评鉴阐要，卷十一，长春：吉林出

版集团有限公司，2005年，页 78。 
14
 [宋]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卷三，页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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殆尽，为扭转这一局面，传统的儒家思想便有利于这种局面的改善。所以，当宋太

祖即位时便认为：“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

纵皆贪， 亦未及武臣一人也。”15此便是一举两得，一则可以儒代武，解决方镇叛

乱困挠百年的问题；二则可重建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的价值取向。以儒治国的思

想，发展到宋真宗、仁宗时已步入鼎盛状态，这种读书风气之盛无疑成为了后来北

宋史学发展的动力。 

 

第二节：《新五代史》与北宋政治 

 

前一节提到，宋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撰写前代史有助于统治者巩固朝廷，提供

治理国家的理论根据。而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既不是统治者要求，且又不敢令

人多知，那他所撰之史究竟有何用意？对于这个问题得从欧阳修前期或同代史家对

于先前史书的评语或宋初局势看法找出一点儿线索。 

 

欧阳修前期的史家陶岳在其《五代史补·自序》言道：“其史书漏略尤甚，近

年以来，议者以国家诞膺宝命，廓清区宇，万邦辐辏以入贡，九流风动而观政，五

代之书必然之作”16、王禹偁在《五代史阙文》原序上言道： “然自梁至周君臣事

                                                             
15 [宋]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卷十三，页 293。 
16
 [宋] 陶岳：《五代史补》卷五，南京：杭州出版社，2004年，页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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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传于人口而不载史笔者，往往有之，或史氏避嫌，或简牍漏略，不有纪述，渐

成泯灭，善恶鉴诚，岂不废乎”！以上对于薛居正等撰的《旧五代史》评论一直到

欧阳修时代乃不绝于耳，对于修正《旧五代史》的谬误已是有识之士共同的心声。

然而，这只是欧阳修有志于修史的外部原因，而促使他修《新五代史》的内部原因

恐怕就是他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是应宋初局势所需，还是作为士大夫的一种责

任，依当时的情况而言，两者必然是不可分割的。 

 

综观各朝，国家统一后数十年便是欣欣向荣之景，而宋朝恰反，尚未经过强

盛，就迈入中衰阶段，欧阳修对他身处的时代是这样说的： 

         

         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 

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 

不足威于外而将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17 

 

    宋朝内部时有民变、兵变等的发生，它的情况是“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

伙”18，对此朝廷上下，莫不惊恐万分。另一方面，辽、西夏等外族始终是宋的外

患，正统地位随外族的军事势力而有所动摇。这是局势所需，欧阳修撰修与《旧五

                                                             
17〈本论上〉，《欧阳修全集》第三册，卷六十，页 863。  
18
〈再论置兵御贼札子〉，《欧阳修全集》第四册，卷一百，页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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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史》一样，同为巩固稳定朝廷所需的一个指引。这就如钱穆先生所说：“时代

衰，史学会盛，好像一个人，跑到前面无路，发生了问题，会回头过来看，那就是

在衰乱世史学会盛的一番理由了。19 关于这点，在当时即是史学家同时又是政治家

的欧阳修、司马光等无疑体会良多，他们往往在自己史学撰写时会加入政治观点。 

 

另一方面，关于士大夫的责任来到了宋朝有了一个新的诠释。以政治思维而

论，宋代士大夫的“创造少数”从一开始便要求重建一个理想的人间次序，当时称

之为“三代之治”20。这是因为长期武人挑起的战乱，而促使文治的普遍要求，文

人掌政，进而促使儒学复兴的动力。这种以儒治国的观念到了宋朝其实已有所转

变，而这一转变可从范仲淹的政治观可以看出，他认为自古帝王与妄臣治天下，天

下必乱，与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士大夫与君主“共治”理念的发展，成为这一

时期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21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2作

为士大夫应有的一种意识。欧阳修在《神道碑》说他“少有大节、慨然有志于天

下”23，即使他为母亲守丧期间也不忘记国家大事，“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

                                                             
19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页 219。 

20 余英时著：〈史家、史学与时代〉，《余英时文集》第 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页 189。 
20
〈再论置兵御贼札子〉，《欧阳修全集》第四册，卷一百，页 1539。 

20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页 219。 

20 余英时著：〈史家、史学与时代〉，《余英时文集》第 1卷，页 189。 
21 邓小南著：《祖宗家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页 420。 
22
 [清] 范能睿编集，薛正兴校点：〈岳阳楼记〉，《范仲淹全集》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上

册，2004年，页 169。 
23
 〈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一〉，《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二十一，页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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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24。正如钱穆先生早就指出那样：“这已是一种时代

精神，早已隐藏在同代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25此时士人的处世

态度较之唐五代已有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于忠义观，这可由唐太宗与欧阳

修对忠义观的看法来了解。唐太祖言道： 

         

         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 

     人之所恶，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危履贵，则哲士去焉。
26
 

 

从上文可知，唐末五代忠义仁德的沦落，非无迹可循，这是作为唐及五代人为

官观念上的一种承接。这种观念在五代发挥的淋漓尽致，遂物极必反。而欧阳修对

忠义观的看法可在其《新五代史•冯道传》得到结论，他言道： 

 

         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 

    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  

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27 

 

                                                             
24 [元] 脱脱等撰：〈范仲淹列传〉，《宋史》第三十册，卷三百一十四，页 10268。 
25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页 558。 

26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2007年，页 34。 
27
〈杂传第四十二〉，《新五代史》第二册，卷四十二，页 611。  



11 

 

唐朝君臣对于忠的概念的理解相当宽泛，对有功的文武臣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

忠臣，而唐太宗身边的宰相魏征便是一个例子，魏征先后换过五个主人，终成贤臣

美名。28考其功绩，魏征与冯道皆是贤臣，同是一生事多主，然而，到了宋朝贤臣

的观念已有所改变。称为贤臣的前提上必须忠于一朝或一主。宋真宗言道：“冯道

历事四朝十帝，依阿顺旨，以避患难，为臣如此，不可以训也。”29到了宋仁宗时

期则将这种观念完全排斥，由明哲保身变成以治天下为己任的一种变化。欧阳修撰

写《新五代史》也是为了治天下找出一些根据，同时借此以宣扬儒家积极入世以的

一种精神。若说欧阳修撰修《新五代史》的对象是统治者，为统治者巩固其势力，

倒不如说这是为了广大的百姓服务，自觉性的出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 30的儒家精神。 

 

 

                                                             
28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页 157。 

29 [宋]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三册，卷六十五，页 1461。 
30
〈岳阳楼记〉，《范仲淹全集》上册，页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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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欧阳修以《新五代史》揭开朝廷的真相     

 

    宋代较为开放的时代气氛里，无疑鼓励了士大夫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一定

的程度上左右着时局与世风的趋向。苏轼提到：“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

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

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31”

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由于统治者政策上鼓励敞开言路，不罪言者；另一方面也

是由于儒家文化传统的熏陶与济世精神的复振，使得士大夫们的批判意识、参谋意

识空前的高涨，蔚为渗透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时代风气。32 

     

    北宋中叶是文风转变的时期， 

          

         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  

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 

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庐 

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  

                                                             
31 [宋] 苏轼撰，傅成标点：〈上神宗皇帝书〉，《苏轼全集》第二册，卷二十五，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0年，页 1142。 
32 [美] 包彼德，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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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33
 

 

到了范仲淹、欧阳修的时代更把文章之道，作为统治优劣的标志，对时代的好坏产

生主要的影响。34在古文还没流行前，前期的雕琢文风的西昆体非常兴盛，欧阳修

认为这样的文风对正一代之风气是无益的，所以提到：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职废于丧乱，传记小说多失其传，故其事迹，终始不  

完，而 杂以讹缪。至于英豪奋起，战争胜败，国家兴废之际，岂无谋臣之略，辩士 

之谈？而文字不足以发之，遂使泯然无传于后世。
35
 

 

在欧阳修看来，文章的内容可以正一代之风气，改变人民的思维，甚至可以作为考

察士大夫吏能的标准。他对政治曾经言道：“昔三代之为政权，皆圣人之事业，及

其久也亦有蔽。故三代之术，皆变其质文而相救”36，在欧阳修那一代人应考的时

候，许多他们的老辈人仍然相信文学水平在宋朝建立一种文治秩序是必不可少的。

37他认为久必生蔽，贵能善变而施以救，虽三代圣王犹不免，因此他在学术上的兴

                                                             
33〈文苑一〉，《宋史》第三十七册，卷三百三十九，页 12998。 
34 [美] 包彼德、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页 175。 
35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页 123。 

36〈为君难论上〉，《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七，页 293。 
37
 [美] 包彼德，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页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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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便转于史学。38在史学上，欧阳修以儒家哲理来改造史学的开拓者，他运用文

学上的“文以载道”的观点来撰写其史，与“以史为鉴”的鉴戒派史学主张有很大

的不同。欧阳修撰史的目的已改变，除“以史为鉴”作为前提下，而进一步重视内

心道德的发觉，并不仅仅局限于为统治者巩固其政权而已。 

     

    欧阳修借助《新五代史》来暗谏君主，在其本纪里赞扬了唐明宗与周世宗。在

唐明宗即位时，他言道：“春秋已高，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在位七年，于五代之

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39，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君

主。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唐明宗在政策上的诸多错误，如宰相安重诲、任圜先后被

诛，孟知祥割据四川事，把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归结为唐明宗的“性果，仁而不

明”，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将好的建议束之高阁。40 对于周世宗的功绩，欧阳修

是给予十分肯定赞赏的。他言道：“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虚心听纳，用人不

疑”41，尔后在区区的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振懾”夷

夏，定正乐，议刑统。42在欧阳修看来，周世宗不仅在即位方式上不存在篡弑的道

德缺陷，而且在对内、对外的壮举成就无不以大加赞赏。其实，欧阳修对周世宗的

评价与事实不尽相符，事实上周世宗存在着“禀性伤愈太擦，用刑失于太峻”的品

格缺陷。 

                                                             
38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页 10。 
39〈明宗本纪〉，《新五代史》第一册，卷六，页 66。 
40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页 191。 

41〈恭帝本纪〉，《新五代史》第一册，卷十二，页 125-126。 
42
〈恭帝本纪〉，《新五代史》第一册，卷十二，页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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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对此两位前朝君主的失实撰写，实有其用意。针对唐明宗的“仁而不

明”，实则是影射当时的宋人宗，虽其宽松开明，但是在朝廷的重要政策时并不能

掌握得当，以至迟迟未能在政策上定案。对周世宗的刻意赞赏，无疑是针对当时庆

历新政的真实写照，“贤良放逐，奸邪当道”，作一个对比，既是对宋仁宗的婉转

批评，又是宦海沉浮后的欧阳修对当时政治的痛心疾首。43至于，欧阳修故意突出

周世能够威震外夷的事绩，实可说是对宋仁宗的期待，期待宋仁宗能够振作起来，

以统一天下为志。 

     

    欧阳修借助《唐六臣传序》里唐末“白马之祸”来影射当时朝廷反对新法的

人。唐末，当时的宰相裴枢不肯将太常卿一职授予朱温的客将张廷范，朱温借此将

裴枢等一班忠臣义士杀死，唐朝贤臣为之一空，此后大唐江山便拱手献给了朱溫

了。欧阳修认为唐朝灭亡的原因在于贤臣被铲除殆尽，在朝者皆是“庸懦不肖、趋

利卖国之徒”，否则，这些人不会“蒙职忍辱于梁廷”。44此处不难看出欧阳修借

《新五代史》对吕夷简等人的暗讽。在庆历年间，革新派即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与

保守派即吕夷简人当中的斗争已经到了楚河汉界的地步，已无周旋的地步，任何一

方胜利，代表着落败那方将会全军覆没，即被贬谪。这始源于吕夷简用朋党的方式

将对方一网打尽，面对这种情况不得不做出《朋党论》一文以保其革新派的势力。

欧阳修以汉唐为鉴，发出“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

                                                             
43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页 193。 
44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页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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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的感慨。45

以上这些例子都显示出欧阳修对于当时朝廷斗争的痛心，一方面以《五代史》表现

其不满当时的政治现实，另一方面又无力挽回当时的局面，深感哀叹。 

 

 

 

 

 

 

 

                                                             
45
〈苏循传〉，《新五代史》第二册，卷三十五，页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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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新五代史》的史学观 

    欧阳修的史学，得于春秋学观念特深，其参修唐书、私修五代史，皆可谓其春

秋学运用于当代之具体表现；而在春秋里又可发觉其正统论，提出新的观点，对后

世带来很大的影响。关于正统论，我将会在第三章提及。  

 

第一节：欧阳修之春秋学 

     

    春秋学在北宋时特别兴盛，那为何会特别兴盛，谁又是倡导者呢？春秋学的何

以在宋朝特别兴盛，那得从它的发展情况来探讨。孟子言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

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46。发展到汉代，

作为解《春秋》的《公羊传》、《谷梁传》充分被利用，《公羊传》里“君子大居

正、王者大一统”的尊王攘夷思想被沿用到《春秋》里，董仲舒更把天人感应说渗

透到春秋学去。司马迁又言：“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

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47司马迁认

为孔子作《春秋》是出于他崇高的抱负和理想，后来这种思想被理解成“义”的表

现。春秋学轮廓至此大致已形成。 

                                                             
46
 杨伯峻：〈滕文公章句下〉，《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 155。 

47 张大可注释：〈太史公自序〉，《史记新注》第四册，卷一百三十，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

年，页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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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仅以孙复作为启发欧阳修春秋学来探讨。以上由《春秋》

学所蕴含的思想，来到了北宋时期，一些被经学者吸收，一些则被排斥。天人感应

这迷信思想到了欧阳修时便没落，这与他的《新唐书》与《新五代史》对于这种迷

信思想的排斥有关。程颐曾经在其《回礼部取问状》言道： 

 

         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 

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
48
 

 

从这条资料看出，《春秋》学或许不是源于孙复而出现，但其兴盛则不可不说是他

贡献。孙复认为《春秋》仍是治国最好的典籍，关于孙复对《春秋》的态度，欧阳

修言道：“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

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49欧阳修对于经学的

启发，应是从孙复这里得到，对于疑传也是由孙复那里开始。欧阳修本身也深有体

会言道：“经简而直，传新而奇，简直无悦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论，是以学者

乐闻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于孔子而笃者也。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

不言，予不知也”50。孙复同时也意识到这种“舍传求经”会带来主观性的弊病，

所以他又继承了韩愈的“文以载道”的精神。他认为“文”应该为道所用，“文”

                                                             
48 [宋]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回礼部取问状〉，《二程集》上册，卷七，北京：中华书

局，2004年，页 568。 
49〈孙明复先生墓志铭〉，《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三十，页 458。 
50
〈春秋论上〉，《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八，页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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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道之用也；而道便是教之本也。 一切诗词歌赋的文章，虽然其种类甚多，但都

是同归于道，可以称之文也。 

 

他以《春秋》等经是圣人之文，是解释道之言，必须文道致用，务实以求道。

《文渊阁四库全书》提及“以后来说《春秋》者深文锻炼之学，大抵用此书为根柢

51，欧阳修以春秋学融入史、以文入史的特点便由此而来。 

 

另一方面，而在经学中，宋人又特别重视《春秋》，因为宋朝时继残唐五代而

兴，对于藩镇割据的纷乱，君臣之义，蛮夷之防与忠义廉耻的遗祸、诛伐乱贼，这

种政治思想，对于巩固新兴赵氏政，显然有其重要的意义。52司马光言道：“春秋

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

也。
53
由于局势的需要，孙复撰写了《春秋尊王发微》，以维持君王的统治。他言

道：“夫礼乐、征伐者，天下国家之大经也，天子尸之，非诸侯可得专也。诸侯专

之，犹日不可， 况大夫乎？故孔子从而录之，正以王法。凡侵伐、围入、取灭，

皆诛罪也。54在这里，孙复借助孔子而表达出对不敬于天子的诸侯等需“正以王

法”。关于攘夷他也言道：“桓公图伯，内帅诸侯，外攘夷狄，讨逆诛乱， 以救

                                                             
51
 [清] 永瑢、纪昀等编纂：《春秋尊王发微》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百四十七册，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 2。 
52 陈学霖：《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出版社会，1993年，页 143。 
53
 [宋] 司马光编著： 〈周纪一〉，《资治通鉴》第一册，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 3。 

54 [宋]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卷一，收入 [清] 永瑢、 [清] 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

书》第一百四十七册，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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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营驰骤，出入上下三十年，劳亦至矣。”55孙复尊历史上的周天子，因该

就是为了尊奉现实社会中的宋朝皇帝。他的尊王攘夷思想与当时的宋朝外患是息息

相关的，辽、西夏等外敌令士大夫坐立不安。《春秋》学的提倡有助于稳定政局，

这同时也开启了北宋时期史学家以《春秋》学为指导的思想来撰史。 

 

欧阳修的作史里的春秋笔法，便由以上大背景而形成。他也以“圣人”自居，

用《春秋》书法对五代乱世进行诛伐，从而达到正本清源。56在这里值得注意的

是，春秋学发展到宋代，并不限于诛伐乱臣贼子的作用，无道的天子也同样的被批

评的范围。余英时先生曾经提到：“历代皇帝对于史官的畏惧便是《春秋》确曾为

中国人维护正义的显证。57这种力量的加深形成，应是源于宋代的文治发达，春秋

学应用在政治里所形成的一种理念。 

 

 

                                                             
55《春秋尊王发微》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百四十七册，页 48。 
56
 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页 49。 

57 余英时著，彭国翔编：〈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会友集》，台北：三民书局，2010

年，页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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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善寓褒贬书法 

    

    作为春秋书法的奠基者孔子，我将会以他的作史方式来说明欧阳修作史的态

度。孔子的写史方法表现于他的史义，即后来的春秋笔法。孔子在作《春秋》时，

于史文史事而外，特别重视史义，史义以简驭繁，便是易理简易之易。58以上史义

中的“义”，以史学术语而言便是一种“书法”，或称为“笔法”，孟子言道：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恒、晋文，其文则史”。孔子

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59。欧阳修本是一代文宗，其文“法严词简”与春秋书

法中以简驭繁可谓相得益彰，遂其《新五代史》篇幅上虽不及《旧五代史》一半，

但却能将史实大致表露无遗。 

     

    据甲凯先生在其《史学通论》一书指出，孔子作史的态度和方法，可表现于实

录、明是非和寓褒贬。此处，我仅取之明是非与喻褒贬述之。（一）明是非。孔子

作史常以“微言大义”的方式，将事情明朗化，例如僖公二十年记：“齐人、狄人

盟于邢”60。这件事是说齐孝公与狄人会盟的不对，所以书中称齐人，而不称为齐

侯，这具有明辨是非，予以贬抑的意思，这种笔法在《春秋》中所在多有，例不胜

数。（二）寓褒贬。孔子所处时代也与五代时无异，臣弑其君有之，子弑其父有

                                                             
58
 甲凯著：《 史学统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页 206。 

59 杨伯峻：〈离娄章句下〉，《孟子译注》，页 192。 
60
 承载撰：《春秋谷梁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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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国法失效，邪说暴行、乱臣贼子，张狂无惧，孔子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严格的

分别崩、卒、弑、杀、侵、伐、入、救等字的差异。“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

徒，不能赞一辞”，61这可以说是大张鞑伐以示微劝。孔子的史学，旨在经世，所

以其《春秋》都是求事与理的合一，62在这一点上，欧阳修的史学科称得上继承了

孔子作史的态度。 

 

五代是用兵时代，在《新五代史》里如说军事，欧阳修会用“攻、伐、讨、

征”四字来分别记载。两军相交，处在同等地位者称攻；以大压小，以大国攻一小

国，或中央政府的军队攻打一地方，这叫伐；对方确实有罪称讨；天子自往称征，

这些都是春秋笔法。63这就是取法了《春秋》里一字定褒贬的遗旨。如《新五代

史》里关于北汉与后周之间的战事，言“广顺元年十月汉人来讨64、显德元年二月

汉人来讨、显德元年三月，如潞州以攻汉”65等字眼。北汉攻打后周，称为“讨”

而不书“寇”，实际上是把北汉的军事行动视为正义的讨伐，理屈在后周；后周攻

打北汉，书“攻”而不书“征”，言外之意，理屈也在后周。66正名以定分，求情

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作也”67欧阳修通过春秋笔法的“微言

大义”，意在暴露周太祖以下犯上、弑君篡位的不义之举。       

                                                             
61
〈太史公自序〉，《史记新注》第二册，卷四十七，页 1187。 

62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页 224。 

63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页 224。 
64〈太祖本纪〉，《新五代史》第一册，卷十一，页 113。 
65
〈世宗本纪〉，《新五代史》第一册，卷十二，页 118。 

66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页 134。 
67
 陈学霖：《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出版社，1993年，页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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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之乱，先乱于君心，继乱于朝政，后天下百姓亦然。欧阳修要改变这种情

况必须树立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春秋》书法大义便为他所用。他言道： 

 

        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 

法制而后乱从之。乱与坏相乘，至荡然无复纲纪，则必极于大乱而后返，此势之然 

也，五代之际是已。
68
 

 

欧阳修为了改变道德仁义的陷落，认为非常时期得用非常法。他在记事之后仿前代

发论时，一改前代的作风，不用“臣曰、论曰、赞曰”等形式，而直接以“呜呼”

开头，意喻五代之事都值得哀叹，这与《旧五代史》在记事开头发论就很大差别

了。《旧五代史•唐书》曰：“史臣曰：《易》云：“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又曰：“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如毛璋之俦，可谓积恶而灭其身矣，况温韬之发

陵寝，段凝之败国家，罪不容诛， 死犹差晚。余皆琐琐，何足议焉”69，这里《旧

五代史》只是作简略的评论，不再展开论述。而欧阳那个修在《新五代史》发论时

曰：“呜呼！死之所以可贵者，以其义不苟生尔。故曰：主在与在，主亡与亡者，

社稷之臣也”、70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

                                                             
68〈王建立传〉，《新五代史》第二册，卷四十六，页 514。 
69
 陈尚君辑纂：〈李邺列传〉，《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六册，卷七十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2005年，页 2237。 
70
〈元行钦传〉，《新五代史》第一册，卷二十五，页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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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71两者

所评论的方式都不一样。欧阳修本是严谨的学者，对五代十国的全面偏责、盖缘于

其评价标准是礼仪名分，他私撰史书就是为了一种道德责任，通过声讨乱世，总结

教训，达到正名分的目的。72 

      

    另一方面，在列传上旧新五代史有明显的差异。《旧五代史》以死于某朝或以

事迹多寡就列入某朝传内；而《新五代史》则以专士一朝归入那一朝，士于两朝或

以上的就另归入杂传。由于各朝立国短暂，所以《新五代史》的杂传占全书卷最

多。他在《新五代•史名臣传》卷首序云： 

         

         呜呼！孟子谓“春秋无义战”，予亦以谓五代无全臣。无者，非无一人，盖仅 

有之耳，余得死节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国系之，作梁、唐、晋、 

汉、周臣传。其余仕非一代，不可以国系之者，作《杂传》。夫入于杂，诚君子之所 

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贵也，览者详其善恶焉。
73
 

 

                                                             
71
 〈郑遨传〉，《新五代史》第二册，卷三十四，页 369。 

72  张国刚等撰：《中国学术史》，上海：东方出版社，2002年，页 375。 
73
 〈梁臣传第九〉，《新五代史》第一册，卷二十一，页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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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曾经在其《赠蒋秉南序》中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

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

之淳正众所周知”。74欧阳修此举是为了“能以孝悌自修于一乡，而风行于天下

者，犹或有之”75，让乱世中能够识忠臣、时变见人心、的观念能够表露无遗。贤

臣的定义不再只是治世之良才，且需忠于一君一国才称得上贤臣。 

 

第三节：《新五代史》求实精神 

    《旧五代史》之成，是以范质所修《五代通录》为底本，取五代各朝实录而

成。赵翼对此言道： 

 

        可见五代诸帝本各有实录，薛居正即本之以成书，故一年之内，即能告成。 

今案其纪载，不惟可见其采取实录之迹，而各朝实录之书法，亦并可概见焉。76 

 

其长处在于保存了丰富资料，短处在于沿袭了一些捏造出来的皇家装饰方面的谎

言，如把朱温的始祖硬说成是舜臣朱虎，“其先，舜司徒虎之后”77把本无名氏的

沙陀部贱民之后石敬塘强称为春秋时期卫国大夫石碏后裔“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

                                                             
74 陈寅恪著：〈寒柳堂集〉，《陈寅恪集》，台北：三联书店，2009年，页 182。 
75
〈郑遨传〉，《新五代史》第二册，卷三十四，页 370。 

76 [清] 赵翼撰，曹光甫校点：《二十二史察札记》卷二十一，页 300。 
77
〈太祖本纪〉，《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一册，卷一，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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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78欧阳修纠正了许多不符合史实之词，言道：“其父诚，以五经教授乡

里”、 “其父臬捩鸡、本出于西夷”。79这边大大得贬低了各朝篡位者的来历身

份，这可让后人得知他们并不是凭其祖荫而得天下，仅是乱臣贼子矣。 

     

    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靠武力拼杀获得政权。从政权获得方式看，均非义

取，因此，五代政权的建立者都成为《新五代史》评击对象。如五代第一个政权建

立这朱温自然首当其冲。欧阳修言道：“昔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于杀

君篡国之主，皆不黜绝之，岂以其盗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没其实，所以着其

大恶而不隐欤？”80以下举新旧五代史对朱温弑君等暴行描述做对比。 

     

    在《旧五代史》记载唐昭宗被弑的情况是这样的“八月壬寅，昭宗遇弑于大

内，遗制以辉王柷为嗣。乙巳，帝自河中引军而西。癸丑，次于永寿，邠军不

出”。81如此撰写就看不出朱温有任何行弑的不义行为了。欧阳修采取“不没其

实”的春秋笔法，将朱温的暴行一览无余地暴露天下。“遣朱友恭、氏叔琮、蒋玄

晖等行弑，昭宗崩。十月，王朝于京师，杀朱友恭、氏叔琮；二年二月遣蒋玄晖杀

德王裕等九王于久曲池。六月，杀司空裴贽等百余人”。82另外，关于朱温的滥杀

无辜在《旧五代史》里也轻笔带过，后来的情形也不加理会，“十月辛巳，护驾都

                                                             
78〈高祖本纪〉，《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七册，卷七十五，页 2257。 
79〈高祖本纪〉，《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七册，卷七十五，页 2257。 
80
〈中宗本纪〉，《新唐书》第一册，卷四，页 113。 

81〈太祖本纪〉，《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一册，卷二，页 88。 
82
〈太祖本纪〉，《新五代史》第一册，卷一，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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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使朱友伦因击鞠坠马，卒于长安。讣至，帝大怒，以为唐室大臣欲谋叛己，致

友伦暴死。”83这只记载了朱友论之死，而在《新五代史》中对此描述比较全面，

除记朱友伦之死，后添加了“王怒，以为崔胤杀之，遣朱友谦杀胤于京师。其与友

伦击鞠者，皆杀之”84。这里就看出《新五代史》较能恰当的揭露朱温的暴行，这

便是欧阳修所要提倡的 “使为君者不得掩其恶，然后人知恶名不可逃，则为恶者

庶乎其息矣，用意深而劝诫切，为言信而善恶明”85的惩劝作用。 

     

    为了突出“正乱君”的目的，欧阳修在史料取舍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失误，并非

真正做到了“不没其实”，在撰写梁本纪的时候，忽略了“朱梁轻赋”等之善举，

有时候还会因其对历史人物的“乱君”定位而导致他在史料和选择人物评价上的极

端走向。关于这点王鸣盛云： 

         

     春秋出圣人之手，义例精深。后人去圣久矣，莫能窥探，岂可妄效？且意主褒 

贬，将事实壹意删削，若非旧史出，几叹无证。86 

 

                                                             
83〈太祖本纪〉，《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一册，卷二，页 78。 
84〈太祖本纪上〉，《新五代史》第一册，卷一，页 9。 
85
〈太祖本纪下〉，《新五代史》第一册，卷二，页 21-22。 

86 [清] 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新旧五代史一〉，《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三，上海：上海书店

出版社，2005年， 页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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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运先生对此又有另一番见解。他认为极乱的五代，人类的文明已频临灭绝的边

缘，史学家蒿目伤心，以沉痛之笔，现其真相，而寓褒贬之意于其中，其功在扭转

一代风气，而使人类走向文明，不仅限于史学本身的成就。87我相信欧阳修在当时

的环境下，并不介意他人对他撰史有欠公允的职责，反而在意于他的“正一代之风

气“思想是否得以发扬。 

 

                                                             
87
 杜维运著：《中国史学史》，台北：杜维运出版，2002年，页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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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欧阳修的正统观 

     

    正统论虽主用于宋朝，但是追朔它的思想却很深远。探究正统的思想主要有两

端：一是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观念，一是五德始终说的理论。前者和孔子的正名主

义有关，后者则来自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88此处，笔者将会以春秋学作为欧阳修

正统之发端，而关于五德始终说的理论将会从下一节与欧阳修反对天命、迷信的思

想加以论述。 

 

第一节：正统观之发端 

     

    早在尧、舜、禹时代，中原诸夏部族为正统，四夷为附庸的理念就已经萌芽，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心理已经形成。89孟子言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

闻变于夷者”90这种夷夏之辩的概念至少已在春秋战国时出现。唐代皇甫湜认为中

国的定义，便是礼仪也，所谓夷狄者，便是无礼仪也。在这里看出夷夏之间的分别

在于是否有礼仪，换句话说，文化便是取决于两者的主客地位。不仅中原地区华夏

族如此看待自己、鄙视四夷，周边四夷民族自己也认同这种民族差异，《战国策 

                                                             
88
 陈芳明：《宋史研究集》，台北：中华书局，1976年，页 30。  

89 董恩林：〈试论历史正统观的起源与内涵〉，《史学研究理论》2005年第 2期，页 14。 
90
〈滕文公章句下〉，《孟子译注》，页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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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策三》载：“楚王约：“楚，僻陋之国也”。91从这里就看出这时期还是以卑微

的身份自居，所以华夏文化的正统地位至此还没动摇。对于外族的观念，北宋之前

各朝的态度都是 

         

         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 。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 

    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92
 

 

这种轻视态度是建立在文明的礼仪制度及道德文化。显然，在中国古人心目中，由

于相信天下并没有另一个足以与汉族文明相颉颃的文明，因此相当自信得愿意承

认、凡是吻合这种文明的就是夏，不不符合这种文明的则是“夷”，这个时候，国

家民族因素、空间和边界因素都相当地薄弱。93到了北宋一切都变化了，民族和国

家有了明确的边界，天下缩小成中国了。 

 

北宋前期的外患契丹已经非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军事实力与文化与往前已

不能同日而语了，经过多年的时战时和已经消磨了统治者对夷狄观念的差异，后签

                                                             
91 [汉] 刘向集录，范祥盏证：〈楚三〉，《战国策盏证》上册，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6年，页 848。 
92
 [汉] 班固撰：〈匈奴传上〉，《汉书》第十一册，卷九十四上，北京：中华书局，页 2790。 

93 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

年第 1期，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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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的“澶渊之盟” 辽宋为兄弟之国，天下的观念已与辽二分。事到如此，北宋的

文化、民族优越感已岌岌可危了。 

 

军事上连番失利、领土已与汉唐时大打折扣，唐初时天子作为万国之主的天可

汗更令北宋望尘莫及。问题来到这里，如果仅仅是军事上的失利，可整装再战，正

统的地位不足以严重的动摇，但是问题在于汉人一向来的文化优越感自唐五代以来

已殆尽，此时道德礼仪已陷落。葛绍光先生认为：“这使得很多士大夫开始担忧道

统的失坠，尤其经过唐代的变乱，经过五代的纷乱。历史记忆一直困挠着他们，使

他们开始认真考虑如何确认“正统”以抵御“外患”，重建“道统”以对抗蛮夷之

文化侵蚀的问题。”94所以在宋朝才会出现重文轻武，以此来寻回本民族的根与文

化。 

 

    来到宋仁宗这一代，本民族的文化已经从提倡儒家思想上复苏，所以当西夏欲

自比契丹，与中国对抗，以成分庭抗礼之势时无不触动众多士大夫的心，认为契丹

已是一个耻辱，不可再而挑战宋作为正统的地位，所以欧阳修言道： 

         

         而南夷敢杀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强之王， 北夷敢有抗礼之帝者，何也？生 

                                                             
94
 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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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齿之数日益众，土地之产日益广，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天下不  

实者何也？
95
 

 

这句话显然看出欧阳修认为“中国不尊”才会引发诸多问题的，所以他必须任用春

秋大义来尊王攘夷，另一方面以此来提倡道德仁义。这里的道德仁义不仅可对乱臣

贼子惧，在欧阳修看来也可挽回失落已久的民族文化优越感，以此来辨明华夏夷狄

之正统观。 

    

后来，政治上的正统之争，影响到史学的方面。陈涛于晋初撰写撰写《三国

志》，以魏为正统，于“魏书”立本纪，且改蜀汉为蜀，其从魏承汉的宗旨，极为

明显。96此后，东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尊蜀为正统，视魏为篡夺，自此史学

上的正统之战，掀起了激战。97这样一来，某些朝代的正统地位问题便成为以后史

家撰写史作时，感到头痛的问题了。 

 

宋太祖命薛居正编《旧五代史》原因之一在于稳定其政权，加以证明它正统之

地位。以东晋为例，它以正统自居，不仅维持了偏安的局面，而且也阻止了外族侵

略之心，秦将王孟在临终前便说：“晋虽偏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 

                                                             
95
〈本论上〉，《欧阳修全集》第三册，卷六十，页 861。 

96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页 87。      
97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页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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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98从这句话特别能显示出正统的力量。99后来，由于北宋对

外战连年争失败，遂有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伪造天书，大行封禅，以示天命所

归，来增强自己的声望。蒋复璁曾经指出：“天书一事，从表明上说是对辽雪耻，

表示宋有天命，实际上是对内，因为天有二日，民有二主，不能不做点解嘲工作。

100正统论之起，亦与北宋国势衰落有相当关系，因为这些论说都是在北宋中叶以后

大量出现，而起目的在重建儒家政权“合法”性理论，试图以传统的道德至上的理

念，阐明宋朝在中原文化的优越地位作为弥补对外政策的失败。101这种不安的情绪

围绕着整个宋朝，外族进一步的胜利，无时无刻都动摇着整个宋朝正统的地位。 

                

第二节：正统观之新义 

     

    前一章已经提到，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极乱之混世，他唯有借其《春秋》一书以

达到“尊王室、抑诸侯”的效果，而达到大一统的局面。他言道：“天下有道，则

礼乐征伐从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02这表现在政治里便是正

名的观念，这便是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天子的正位，其他自封王号的，皆不能取

代。但是来到北宋这种观念开始动摇，这已如前所述。 

                                                             
98
〈晋纪二十五〉，《资治通鉴》第七册，卷一百三，页 3269。 

99 陈芳明：《宋史研究集》，页 32。 
100 陈芳明：《宋史研究集》，页 38。 
101
 陈学霖：《宋史论集》，页 145。 

102 [清] 刘宝楠撰：〈季氏第十六〉，《论语正义》上册，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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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正统论之形成，一方面是应撰写史书的要求而作，另一方面则是为巩固

北宋政权而作。在史书的方面 欧阳修将“正”与“统”分别解释，言道“君子大

局正，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

103“居正”是指道德操守，修法持正；“一统”则是纪元开创，武力统一。两者可

以单独存在，超出了《春秋》大义中两者并存始配正统的说法。104欧阳修提出“正

统有时而绝”，言道：“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105这一新理论自此取代

了汉唐间盛行的“五德相生”说，成为裁断政权继承的正当或合法性的主要根据。

尔后，他将正统论分为四个情况而说，正统之得不得各具其二： 

         

         一是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 

是也；二是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而而居上，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 

之正统可矣。晋、隋是也；三是天下大乱，其上无君，僭窃并兴，正统无属，当时奋 

起而争天下，而立不能相拼。考其迹，则皆正，较其义，则均焉。东晋、后魏是也； 

四是始终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正统遂绝。魏、五代是也。106 

     

                                                             
103〈正统论上〉，《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六，页 267。 
104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页 34。 

105〈正统论上〉，《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六，页 267。 
106
〈正统论下〉，《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六，页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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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将正统论分为四种情况而言，无疑是要排斥五行相生说及汉初李昉把梁

归入僭伪等不实之论加以纠正。北宋时期最先讨论正统思想是始自《册符元龟》，

它所叙述的正统观念充满迷信，它的立论以五行学说为基础，认为历代各朝的正统

是“乘时迭起、上承天统”，接近政治神话。107书中把中国历代的演变分为正统、

闰位和僭伪，所谓正统即是指周、汉、魏、晋、后魏、北周、隋、唐、后唐、后

晋、后汉、后周；闰位是指秦、蜀、吴、宋、齐、梁、陈、东魏、梁；而僭伪是豪

杰窃起以蓄乎觊觎，强弱相凌分割乎土宇，虽政今之自出，非运序之所系，如刘

渊、石勒都属于僭伪。此后，编撰的《旧五代史》也采取类似的编排，更把梁归入

僭伪，而又将至列入本纪，他认为这种自相矛盾的修史，于理不安，对这种“政乱

之迹，不可不辨”。关于正统的地位历代以来有三个时期令人模糊，即周秦之际、

东晋魏汉之际和五代之际。此处，我仅以即周秦、东晋魏汉之际作论述。 

 

他为秦朝之非正统地位平反，言道：“夫始皇之不德，不过如纣、桀，桀纣不

废商周之统，则始皇未可废也”。108秦之所以被黜为闰位，一方面是汉儒自私之

说，一方面是迷信者的偏见，因为秦之兴起，皆由于秦前期能够有效治理自己的国

土，都是在朝代衰微时取而代之，不应该视秦始皇一人之残暴，而忽略了前代之

功。如果因秦始皇一人之暴虐将秦朝否定了，此前的周、夏也应一拼否定。在梁为

伪这个问题上，他认为若伪梁，此后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乃至于受禅于周的

                                                             
107 陈芳明：《宋史研究集》，页 39。 
108
〈秦论〉，《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六，页 281。 



36 

 

宋也并非合法的政权。故此，他反驳说：“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

庙社稷，而能杀生赏罚以制命于梁人，则是梁之君矣，安得曰伪哉？”109所以把梁

视为正统。欧阳修的《正统论》一书中即阐明五代为绝统时代，而在其《新五代

史》又为其立本纪，并不伪五代各国，不免自相矛盾。 

 

在梁是否为正统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凡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相承而不绝，至

其断而不属，则猥以假人而续之，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110，并提出 

 

         正统有时而绝也，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 

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有续，然后是非 

公，予奋当，而正统明。111 

 

这就是说，“于正统则宜绝，于其国则不得为伪”112只否定梁篡唐的方面，而不否

定梁作为一个朝代存在的事实。欧阳修修创立的正统论有效使迷信的思想消失，有

助于统治者以务实的政治态度处理国事，但实则于《旧五代史》为宋立正统观无

异，皆不能自圆其说，在形式上对宋的正统地位无多大帮助。 

                                                             
109 〈或问〉，《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六，页 267。 
110
 〈明正统论〉，《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六，页 278。 

111 〈正统论下〉，《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六，页 270。 
112
 〈正统论下〉，《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六，页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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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天人相分思想 

     

    此前一节关于正统论的来源已经说明，欧阳修的正统观是以春秋学尊王攘夷大

一统思想为依据的，而对另一端的“五德终始”说是加以否定的。后者由于在欧阳

修等的排斥下，这一发端在正统论已经日渐衰微。 

     

这种理论自秦汉以后成为人们解说王朝更迭，历史变迁的重要理论依据，一直

到北宋年间，这种观念乃相当流行。据《宋史》记载，宋太祖建隆而年，朝廷便认

定“国家受禅于周，周木德， 木生火，则本朝运膺火德，色当尚赤113；太宗雍熙

元年四月，有人上书言“当越五代而上承唐统为金德”114，与此类推，往后正统的

继承以五行说并无间断过。这种观念在史学领域里表现也很明显，如《册府元龟》

中提到：“昔洛出书九章，圣人则之，以为世大法，其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

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帝王之起，必承其王气。”115用“历数”、“行

次”、“天统”等概念解释历代王朝的更迭，完全脱离了历史事实。 

 

                                                             
113〈律历三〉，《宋史》第五册，卷七十，页 1597。 
114
〈律历三〉，《宋史》第五册，卷七十，页 1597。 

115 [宋] 王钦若等撰编， 周勋初校订：〈总序〉，《册府元龟》第一册，卷一，南京：凤凰出版

社，2006年，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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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对此大声疾呼，言道：“而谓帝王之兴，必承五运者，谬妄之说也。116

如他在其承认秦朝的地位是从功业上而言的，而大力反对此前的史家既不据其功

业，也不根据道德，只依据五行终始说就把它黜为闰位的不当行为。他认为一个国

家的历史盛衰当以道德内涵作依据，功业次之，而据道德、功业又是在建立在人事

的努力上。他言道“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117，后以后唐康澄关于为

国应有的“五不惧、六深可畏”118的观点来加强关于人事的作用，而逐渐舍弃五行

天命对统治的影响。概括地说，为国者对天象灾变不足畏，深惧者是人事上的失

误。119另一方面他又提出：“盖圣人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绝天于人则天道

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120，在这里他否定天意支配万民，但是

也提到上天是存在的，认为上天与万民同存而互不干涉。大多数史家解说历史的理

论时，并不否定天命论，但分析历史的兴亡，很少谈天命，不赞成以灾异说去牵强

附会解释历史的变动，认为言灾异须达到理。121欧阳修关于史书撰写脱离了天命观

这一因素开启了后来宋朝理学的发展，关于这点我将不于之叙述。 

 

 

 

                                                             
116〈秦论〉，《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六，页 268。 
117
〈伶官传〉，《新五代史》第二册，卷三十七，页 397。 

118
“五不惧”是指三辰失行不足惧；天象变见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具、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虫

蝗不足惧、六深可惧是指贤士藏匿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刻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

誉乱真深刻畏、直言不闻深可畏。 
119
 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北京：商务出版社，2007年，页 87。 

120〈司天考〉，《新五代史》第三册，卷五十九，页 705。 
121
 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页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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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本着春秋意旨的观点，常注意人事、轻天命，言道： 

         

        圣人急于人事，天人之际罕言焉。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 

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见天地鬼神之迹，无以异也。然则修 

吾人人事而而。人事修，则与天地鬼神合矣。
122
 

 

这里否决了天命对万民的影响，对万民直接影响便指向统治者了；而否定了天命对

统治者的影响，对其统治直接影响便是万民了。换言之，德政便是支配着两者的存

亡关系，欧阳修言道：“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经常简易之法，使上爱

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123，两者是共融共存的。欧阳修提

出这个概念的目的是要使到统治者重民、爱民，这些才是政权得以延续的根据。 

 

欧阳修在其《新五代史•司天考》公开宣称自己“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

天。”124生活在内忧外患社会环境和儒学复兴学术背景下，欧阳修开始对天命神话

等对统治作解释的情况学已不耐烦，他利用以褒贬善恶著述宗旨下的《新五代史》

的本纪，全盘否定了《旧五代史》所记载的有关皇帝出身的种种怪异现象和谶纬迷

信。如《旧五代史》里，记载朱温出生时，“所居庐舍之上有 赤气上腾。里人望
                                                             
122
〈易童子问卷一〉，《欧阳修全集》第三册，卷七十六，页 1109。 

123〈食货志〉，《新唐书》第五册，卷五十一，页 1341。 
124
〈司天考〉，《新五代史》第三册，卷五十九，页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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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皆惊奔而来”，125类此例子多不胜数。因此，他在《新五代史》里删除了五代

统治者假借天命、祥瑞、灾异政权的记载，而将君主的真面貌为如实编写。 

 

    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比较，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志”的编

撰。他在“志”的编撰只有“司天考”、“职方考”。此处，一些学者认为五代是

乱世，认为欧阳修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志”没有重视的必要，而一些学者却认为

他对五代典章采取鄙视的态度，颇有舍难取易之嫌。但是在这里重要的是看出他破

除迷信的态度，他言道：“人事者，天意也，未有人心悦于下，而天意怒于上者；

未有人理逆于下，而天道顺于上者”。126欧阳修在驳斥天人感应、批评谶纬迷信之

后，最终把治理国家的立足点放在人事，而且放在合乎君臣之礼、夷夏之礼及道德

的统治上。否定天命论在他看来更具有深一层的意义，即可以否定割据势力以“天

命”作为篡夺政权的意义。 

 

 

 

 

                                                             
125〈李邺列传〉，《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一册，卷一，页 3。 
126〈司天考〉，《新五代史》第三册，卷五十九，页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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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宋代军事薄弱的情况下，后人往往仅是以积贫积弱来形容它，让我们觉得他

是一个不堪的朝代，而忽略了其文治发达的一面。究其本源，宋朝统治者是为了革

唐末五代之弊，而减少了武功这一方面的事业，进而大力提倡文治以巩固其内部力

量。在文治的方面，为了挽救几乎殆尽的道德仁义观，所以倡导道德气节的崇尚、

以及重新诠释关于尊王攘夷对巩固政权的作用。 

 

欧阳修活动在北宋中叶，对当时朝廷的境况可谓感触不浅，而其《新五代史》

便是反映他在这个时期的感受，同时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特征。以春秋笔法撰成的

《新五代史》贯穿着欧阳修的忠节礼仪观，这便是以其史宣扬伦理纲常、褒贬忠臣

义士、揭露乱臣贼子的观念。这种忧国忧的民观念始于范仲淹等士大夫。在政治

上，由于这样的精神发挥，而形成了一群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聚集在一起，欧阳

修便是其中一位。所以，欧阳修的史学著作是与其政治思想息息相关的，在政治上

可借由政策上来实行其爱国爱民精神，而在史书的撰写中也可以褒贬忠臣义士，让

世人得到正确的价值观，避免道德仁义再次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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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欧阳修及其《新五代史》让我了解到整个北宋的政治特色、士大夫的政治

文化以及他史学上一些划时代的观念，如其绝统论及否定天命对人民支配的想法

等。作为一位政治家、文学家以及史学家的多种身份，令我们看见其史学观有异于

一般前代学者的看法，使到我们对于其史学更有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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